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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生产函数为 CES 形式时的模型 

沿着简单模型的思路，本附录主要对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了拓展。假设此时有一系列

连续的政府部门 [0,1]j 分别提供政务服务 jA ，企业也需要使用这一系列的政务服务进行

生产，其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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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Ⅰ1）中， ,i jA 表示企业 i生产时使用的政务服务类型 j的数量， 0  表示不同

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此时，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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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政务服务市场出清时，有 ik K 、 il L 和 ,i j jA A 成立。另

外，产出市场出清条件为
1

0 iy di Y 。政府部门各自供给政务服务以最大化部门政绩。与正

文中类似，政府部门支出与政务服务数量之间仍有 j jG cA 成立，且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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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度量政府的政务服务能力，在所有政府部门间相同。政府部门 j的政绩最大化问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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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可得政务服务的最优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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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Ⅰ2）中的企业的政务服务需求函数，可得政府最优的政务服务供给量，即： 

  1jA P Y     。 （Ⅰ4） 

由式（Ⅰ4）可得， jA 是 B的增函数，且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价格弹性为 。 

假定政府追求平衡预算。由预算平衡方程
1

0 jY G dj   和式（A2）、（A3）、（A4），可得

税率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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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P，该方程在[0,1]区间内有唯一解。
①
 

将式（Ⅰ2）至（Ⅰ5）联立，经过一些代数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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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记 (( ) 1 )f      ，则易知 ) 0(f   ， 0(0) = f ，  (1)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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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Ⅰ2）、（Ⅰ5）、（Ⅰ6），均衡时的政务服务价格和均衡税率和下列方程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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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方程（Ⅰ7）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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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 1 1 11 * *K L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以上讨论总结，可得命题Ⅰ1： 

命题Ⅰ1：经济体里存在唯一均衡。这时， *A 由式（Ⅰ6）给出， * 由式（Ⅰ8）给

出， *P 可由式（Ⅰ7）求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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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命题 2，若 *A 对 B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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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企业获取政务数量的增加幅度将等于  ，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营

商环境差异将由不同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决定。若替代弹性较大，则企业获取政务数量

的增加幅度较高；若替代弹性较小，则企业获取政务数量的增加幅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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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制度背景 

2024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是，“2024 年，推动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实现第一批高频、面

广、问题多的‘一件事’高效办理。到 2027 年，基本形成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

的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实现企业和个人两个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

事项落地见效，大幅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这表明“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旨在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政务服务体系。基于此，本文采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度

量政务服务能力，初步检验本文的理论推论。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始于浙江省率先发起的“最多跑一次”改革。2016 年 12 月，

浙江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让“民众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政府部门受理申请到做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一次上门

或零上门”，即“最多跑一次”改革（车俊，2017）。“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从办事主体

的视角出发，通过申请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发证方式、管理架构等进

行整体性再造，打破层级间、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让办事主体眼中的“一件事”

能够“一次办”。2017 年，浙江省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 年，“最多跑一次”被写

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

分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

指导意见》向全国全面推广“最多跑一次”改革。在随后的改革实践过程中，湖南推出

“一件事一次办”、上海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改革升级版。2024 年，“高效办成一件

事” 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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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各地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特征描述 

在时间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是渐进的。图Ⅲ1 报告了 2017-2023 年 283 个地市

首次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时间分布，柱状图为在当年首次提及改革的地市个数，

折线图为累计提及改革的地市个数。各地市从 2017 年开始陆续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8、2019 年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地市激增，有 154 个地

市在这两年首次提及改革。截至 2023 年，累计 245 个地市都已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图Ⅲ1  2017-2023 年间地市首次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时间分布 

在空间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也是渐进的。图Ⅲ2 报告了 2017-2023 年间各地提

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空间分布。从 31 个省来看，7 个省从未提及改革，约占

22.6%；24 个省提及过改革，约占 77.4%。从 283 个地市来看，38 个地市从未提及改革，

约占 13.4%；245 个地市提及过改革，约占 86.6%。具体而言，在从未提及改革的 7 个省中，

22 个地市未提及改革，约占 29.3%；53 个地市提及过改革，约占 70.7%。在 24 个提及过改

革的省中，16 个地市未提及改革，约占 7.7%；192 个地市提及过改革，约占 92.3%。其中，

在 192 个省和市皆提及改革的地市中， 61 个地市先于省提及改革，约占 31.8%；131 个地

市不先于省提及改革，约占 68.2%。 

 
图Ⅲ2  2017-2023 年间各地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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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地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连续性存在差异。2017-2023 年间，在 24

个提及改革的省中，14 个省提及改革是连续的，约占 58.3%；10 个省提及改革是不连续的，

约占 41.7%。在 245 个提及改革的地市中，117 个地市提及改革是连续的，约占 47.8%；

128 个地市提及改革是不连续的，约占 52.2%。其中，在 131 个不先于省提及改革的地市中，

68 个地市提及改革是连续的，约占 51.9%；63 个地市提及改革是不连续的，约占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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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库简介 

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Firm Survey o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简称 DBC）始

于 2018 年，每年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企业访谈，截至 2023 年已开展了六次，是混合截面

企业样本。在 2018-2019 年间，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抽取 16 省、84

市、182 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办事大厅等政务大厅，围绕着企业办理政

务服务事项情况，随机访谈前来办事的企业代表。在 2020-2022 年间，由于疫情原因，样

本地区发生变化，访谈问题基本保持不变。2023 年，样本地区与疫情前保持一致。六轮全

国企业调研合计实地访谈 30 个省 156 个地市的 3.2 万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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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处理组和控制组调研地市名单 

表Ⅴ1  处理组和控制组调研地市名单 

 处理组 控制组 

地市 

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市 

陕西省：安康市 

湖南省：岳阳市、衡阳市、邵阳市 

河北省：承德市 

云南省：普洱市 

浙江省：杭州市、舟山市、衢州市 

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黄冈市、随州市、咸宁市 

河南省：洛阳市、安阳市 

甘肃省：陇南市 

四川省：达州市、宜宾市 

山西省：运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固原市、银川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崇左市、柳州市、贵港市、钦州市 

福建省：宁德市、

三明市、莆田市、

福州市 

广东省：惠州市、

江门市、清远市、

湛江市、潮州市、

肇庆市 

江苏省：宿迁

市 、无锡市 

山东省：淄博市 

贵州省：遵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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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Ⅵ 控制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受访企业办事人员及其所在企业的特征

向量。受访企业办事人员个体特征向量包括性别和年龄，均为二元变量。如果受访企业办

事人员为女性，则性别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如果受访企业办事人员的年龄小于 40 岁，

则年龄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受访企业办事人员所在企业特征向量包括企业行业、员工

规模、所有制和成立年限，除企业成立年限外均为二元变量。如果企业属于服务业，则企

业所属行业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如果企业员工规模少于 100 人，则企业规模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如果企业属于国企，则企业所有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二是受访地市特征向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财政压力和官员更替。经济

发展水平以对数化的人均 GDP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营商环境越好。财政压力

以对数化的一般政府支出与一般政府收入差值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衡量，财政压力越小

的地区，改善营商环境的阻力越低。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衡量，城镇化率

越高的地区，对营商环境的需求越高。官员更替以当年是否有市委书记更替来衡量，新上

任官员实施创新性改革政策的概率越高，对营商环境的影响越大。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地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市历年统计公报等，官员数据来源于各地方年

鉴、政府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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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Ⅶ 描述性统计 

表Ⅶ1 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统计。整体而言，在本文考察的 45 个地市中，有 42%的受访

人“跑一次”就能办成一件事，34%的受访人能够在“一窗”办成一件事。二者的均值在控

制组与处理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均值在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大都呈现

出显著差异。 
表Ⅶ1 处理组与控制组描述性统计 

 45 个地市 处理组：31 个地市 控制组：14 个地市 组间差异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是否跑一次 0.42 3429 0.49 0.42 1859 0.49 0.43 1570 0.50 -0.01 

是否一窗办 0.34 3399 0.47 0.33 1836 0.47 0.35 1563 0.48 -0.02 

受访人性别 0.55 3429 0.50 0.52 1859 0.50 0.59 1570 0.49 -0.07*** 

受访人年龄 0.85 3429 0.36 0.82 1859 0.38 0.88 1570 0.33 -0.06*** 

企业所属行业 0.57 3429 0.50 0.57 1859 0.50 0.57 1570 0.50 -0.00 

企业规模 0.85 3429 0.36 0.85 1859 0.36 0.85 1570 0.36 0.00 

企业所有制 0.06 3429 0.24 0.07 1859 0.25 0.05 1570 0.22 0.01* 

企业成立年限 3.91 3429 2.48 3.60 1859 2.32 4.28 1570 2.61 -0.68*** 

人均 GDP（对数） 10.95 112 0.51 10.82 69 0.54 11.16 43 0.38 -0.35*** 

财政压力（对数） 0.99 112 0.58 1.15 69 0.60 0.74 43 0.43 0.41*** 

城镇化率（%） 49.62 112 15.49 46.88 69 16.99 54.02 43 11.61 -7.14*** 

官员更替 0.36 112 0.48 0.30 69 0.46 0.44 43 0.5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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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Ⅷ 稳健性分析 

（一）安慰剂检验 

各地在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同时推动其他改革政策。为进一步检验本文

的结果不受其他改革政策的影响，本文通过随机分配处理组地市和开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如图Ⅷ1 所示。首先，本文在 45 个地市中每次随机抽取 31 个地市

作为处理组。然后，在 2017-2023 年间随机抽取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开始时间，并且设定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开始年份分布与真实年份分布相同。得到 500 组虚拟变量，并按式

（10）重复基准回归 500 次，将 500 个参数的核密度及其 p 值分布呈现在图Ⅷ1 中。图Ⅷ1

左图为将是否跑一次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图Ⅷ1 右图为将是否一窗办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随机处理过程估计得到的成本效应主要集中于 0 附近，绝大多数 p 值大于 

0.1。基于真实数据得到的回归系数处于安慰剂检验回归系数分布的右侧，且大部分安慰剂

检验的估计系数在真实数据的左侧，表明随机处理后，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成本效应在显

著性与作用强度方面均有大幅削弱，间接证实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图Ⅷ1 安慰剂检验 

（二）改变估计方法 

本文使用 PSM-DID 模型和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通过多时点 PSM-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部分主要考虑了 2 种匹配方法，

一是将混合截面数据视为截面数据进行匹配，二是逐年匹配。将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作为

匹配变量，运用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样本寻找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对照组样本，并运用

多时点 DID 模型重新估计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成本效应。回归结果如表Ⅷ1 所示，估计结

果和正文结果保持一致。 
表Ⅷ1 稳健性检验：PSM-DID 

 截面匹配 逐年匹配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1) (2) (3) (4)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0.189*** 0.243*** 0.497*** 0.647*** 

 (0.062) (0.042) (0.111) (0.084) 

个体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307 3278 2084 2076 

R2 0.115 0.093 0.120 0.092 

注：第 1、2 列为截面匹配的估计结果，第 3、4 列为逐年匹配的估计结果。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受访企

业办事人员的性别和年龄等，和受访企业办事人员所在企业的行业，员工规模，所有制和成立年限等，地

市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财政压力、城镇化率和官员更替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地市层面；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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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异质性处理稳健估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的“高效办成一件事”

准自然实验，在各地区开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年份存在差异。考虑到多时点 DID 由于处

理效应在组间和时间上的异质性，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造成估计偏误（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 ， 2020 ） 。 以 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Sun and Abraham（2021），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

Borusyak et al.（2024），Liu et al.（2024）等为代表的学者相继提出异质性处理稳健

估计量。结合本文数据结构和识别策略，本部分采用 Sun and Abraham（2021）和

Borusyak et al.（2024）提出的两个稳健估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Ⅷ2 所示，

估计结果与正文结果保持一致。 
表Ⅷ2 异质性处理稳健估计量 

 Sun and Abraham（2021） Borusyak et al.（2024）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1) (2) (3) (4)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0.071** 0.106*** 0.254*** 0.237*** 

 (0.028) (0.024) (0.032) (0.017) 

个体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429 3399 2858 2834 

注：第 1、2 列为 Sun and Abraham（2021）的稳健估计量，第 3、4 列为 Borusyak et al.（2024）

的稳健估计量。其他同表Ⅷ1。 

（三）更改准自然实验开始年份 

考虑到各地在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前，已经在不同程度上

开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本部分将开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时间提前一年，进行稳健性检

验。
①
回归结果如表Ⅷ3 第 1、2列所示，估计结果与正文结果保持一致。 

 
表Ⅷ3 稳健性检验：更改准自然实验开始年份和处理组 

 改变开始处理年份 改变处理组 持续性影响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是否跑一次 是否一窗办 

 (1) (2) (3) (4) (5) (6)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0.364*** 0.135** 0.110** 0.112** 0.884*** 0.746*** 

 (0.059) (0.055) (0.047) (0.051) (0.198) (0.183) 

个体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429 3399 4466 4433 3465 3437 

R2 0.113 0.089 0.106 0.085 0.144 0.107 

注：第 1 至第 6 列为 OLS 回归结果。其他同表Ⅷ1。 

（四）改变处理组 

基准回归中，我们选取在 2017-2023 年间不先于省且连续提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的地市作为处理组。本部分进一步将所有不先于省提及改革的 131 个地市作为处理组，

 

① 例如，洛阳市 2019 年首次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设定洛阳市 2018 年

开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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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不变。与调研的 156 个地市匹配后，处理组的调研城市从 31 个增加到 53 个，控制

组不变，企业样本增加 1037 个。回归结果如表Ⅷ3 第 3、4 列所示，估计结果与正文结果

保持一致。 

（五）持续性影响检验 

本部分进一步检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当“高效办成一件事”

改革有持续性影响时，与未提及改革相比，终止提及改革后企业会获得显著的成本效应。

为检验持续性影响，剔除处理组地市提及改革的年份样本，并设定政府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的规则为：如果当年为终止提及改革，则提升政务服务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①
回归结

果如表Ⅷ3 第 5、6 列所示。可以看到，与未提及改革相比，终止提及改革后，企业获得显

著的成本效应。验证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具有持续性影响。 

  

 

① 例如，武汉市 2022 年首次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未将“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剔除武汉市 2022 年样本，并将武汉市 2018-2021 年提升政务服务

能力赋值为 0，2023 年提升政务服务能力赋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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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Ⅸ 附表 

本文正文部分通过跑几次、几窗办、是否省费用、是否省时间测度成本效应，OLS 回

归结果显示，改革后企业获得了显著的成本效应。本部分更改估计方法。将跑几次和几窗

办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使用 Poisson 回归，结果如表 A1 第 1、2 列所示。将是否省费用和

是否省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分别使用 Probit 和 Logit 回归，结果如表 A1 第 3 至 6 列

所示。可以看出，更改估计方法后，本部分结果依旧稳健。 

 
表 A1 稳健性检验：更改估计方法 

 Poisson 回归 Probit 回归 Logit 回归 

 跑几次 几窗办 是否省费用 是否省时间 是否省费用 是否省时间 

 (1) (2) (3) (4) (5) (6)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0.127* -0.281*** 0.622*** 0.414*** 1.025*** 0.701*** 

 (0.075) (0.076) (0.208) (0.150) (0.330) (0.247) 

个体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429 3399 2691 2998 2691 2998 

拟 R2 0.045 0.072 0.096 0.056 0.097 0.056 

注：第 1、2 列为 Poisson 回归结果，第 3、4 列为 Probit 回归结果，第 5、6 列为 Logit 回归结果。其他同表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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